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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環境正義 

紀駿傑 

 

一、環境正義的緣起 

  

在1987年，長久隱藏於美國社會底層的環境與族群問題被一份報告書掀上

台面。這便是美國聯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發表的「有毒廢棄物與種族」的研究報告。報告中

指出，美國境內的少數民族社區長期以來不成比例的被選為有毒廢棄物的最終

處理地點(United Church of Christ, 1987)。這份報告立刻震驚了少數民族社區及許

多環境學者與環保運動者，並引發了許多地方的抗議事件。許多相關的研究也

一一的呈現出在美國境內，非白人遭受各種現代物質文明的廢棄物──有毒廢

料、垃圾、核廢料等之機會要比白人大得多。根據一項研究顯示，在1980年代

末期，美國南方所有的有毒廢物處理容量中，有63%是在黑人社區，而黑人在

南方只佔總人口的約20%。就全國而言，五個最大的商業有毒廢物處理場中，

有三個是座落在以黑人及西班牙裔人為主的社區（Bullard, 1990）。其實，同一

位研究者在更早的研究中便指出，在休斯頓，這個白人仍佔有約一半人口數的

都市，八座焚化爐中的六座及所有的五個垃圾掩埋場都位於以非洲裔美人為主

的社區。另一個焚化爐則位於拉丁裔為主的社區(Bullard, 1984)。  

  

同樣的，原住民也往往是環境破壞的直接犧牲者。由於垃圾處理場愈來愈

難尋覓，全美各地的原住民保留地便被積極的物色為大型掩埋場所在地，包括

1991年一個在南達科塔州Rosebud保留區的6,000英畝垃圾場計畫。這個計畫被諷

斥為「與垃圾共舞」（Bullard, 1993a）。此外，美國境內的核子試爆都是在原住

民的土地進行，而全美14個被考慮選為核子廢料儲存場的社區中，有11個是原

住民社區（Gedicks, 1993，1995）。再者，白人在原住民保留地大肆開採鈾礦，

且不重視輻射安全的結果，也造成了當地原住民很大的健康影響（Robinson, 

1992）。 

 雖然有些人試圖將上述的現象解釋為純經濟因素，也就是說是經濟的

因素──少數民族社區附近的土地比較便宜──而非種族因素，促使政府及企

業將廢棄物傾倒在少數民族家園。然而，許多的經驗研究都一再顯示，族群是

作為預測有毒廢物丟棄場及垃圾處理場設置地點的最好指標（United Church of 

Christ, 1987; Bullard, 1990; Mohai and Bryant, 1992）。同樣是經濟條件較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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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較便宜的白人社區，就沒有遭遇到如上述少數民族社區一樣嚴重的垃圾與

毒物入侵的問題。因此，有些學者便將上述現象稱之為「種族歧視的環境政

策」（Environmental Racism）（Bullard, 1993b）。這裡所指的歧視不止於公開，

或是帶有強烈主觀動機的歧視行為；它也包含政府或企業的法令規章與執行系

統中已鑲嵌入歧視因素的「制度性歧視」（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不過，

較多的學者選擇「環境正義」這個更廣泛的詞來使用，它也已逐漸成為通用的

詞彙。 

  

截至目前為止，已有相當多有關環境正義的理論性及經驗性研究出現(如：

Bullard, 1990, 1993b; Capek, 1993; Hofrichter, 1993; Bryant, 1995b)。雖然不同的學者

對於環境正義有不盡相同的見解，但他們的基本觀點都是大同小異的。Bryant主

張，環境正義是有關「由文化規範與價值、法則、規則、行為、政策、以及決

斷力來支持的永續社區，在此社區裏的居民可以放心的在一個安全的、滋養的

與有生產力的環境之下互動」（Bryant, 1995a: 6）。本文作者則認為，環境正義

觀點最重要的面項在於表達下述主張：（a）人類社會在大量的剝削大自然以創

造物質文明，產生交換價值及累積資本之餘，其所產生的社會不可欲物質（包

括垃圾、有毒廢棄物、核廢料等），往往被社會中（或國際上）的強勢群體及

資本家以各種手段強行迫使弱勢群體接收及承擔；（b）由於生產與消費的無止

境擴張，各種資源漸行匱乏，弱勢群體於是被迫限制或禁止使用這些資源。然

而這些弱勢群體本來就已經是社會資源分配不均的受害者（實質不正義），他

們對各種危害也最缺乏認識與最不具抵抗力；如今卻仍得在非自願的狀況下遭

受各種由生活環境的毒害所帶來的威脅以及資源的限制使用（程序不正義），

可說是雙重的社會不正義。然則，也正是因為強勢群體可以恣意地、廉價地解

決廢物與取得資源，他們便不須立即面對及有效的處理這些廢物與資源匱乏的

問題，地球環境也就一天天的遭受破壞。基於此，環境正義的基本主張包括少

數民族及弱勢團體有免於遭受環境迫害的自由，社會資源的平均分配，資源的

永續利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質，及每個人、每個社會群體對乾淨的土地、空

氣、水，和其他自然環境有平等享用權的權利。 

 

二、環境正義基本信條與原則 

  

環境正義觀點雖然反對弱勢群體的家園被當成社會中的垃圾場，它的終極

目標卻不是將這些社會不可欲的垃圾及有毒廢物送回原生產者（雖然這可以是

其達成終極目標的手段），而是從根本防止不當資源剝削行為的發生及危害環

境之廢棄物的生產與擴散。人類對待大自然的方式終究會複製於人群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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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當有一些企業肆無忌憚的剝削與破壞大自然時，必定會有另一些弱勢群體

要被迫承受後果。因此，唯有當人類社會能以一個新的、友善的態度與永續經

營的方式對待大自然，人類社會之間的剝削關係才有可能獲得改善。基於上述

的信念，美國第一屆「全國有色人種環境領袖會議」(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在1991年十月草擬了一份（環境正義基本

信條），在十七個條文中包括下列各項： 

 

1、 環境正義確認地球之母的神聖性，生態調和，物種間的互賴性以及他

們免於遭到生態摧殘的自由。 

2、 環境正義要求公共政策是基於所有人種的相互尊重與正義而制訂，去
除任何形式的歧視與偏見。 

3、 環境正義要求我們基於人類與其它生物賴以維生的地球永續性之考

量，以倫理的、平衡的以及負責的態度使用土地及可再生資源。 

4、 環境正義呼籲普遍保障人們免於受核子試爆及採取、製造、和棄置有
毒廢棄物與毒品之威脅；這些威脅侵犯了人們對於享有乾淨的空氣、

土地、水及食物之基本權利。 

5、 環境正義確認所有族群有基本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環境之自決權。 
6、 環境正義要求停止生產所有的毒素、有害廢棄物及輻射物質，而過去

及目前的生產者必須負起全責來清理毒物以及防止其擴散。 

7、 環境正義要求在所有決策過程的平等參與權利，包括需求評估、計

畫、付諸實行與評估。 

8、 環境正義強調所有工人享有一個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而不必被迫

在不安全的生活環境與失業之間做一個選擇的權利。它同時也強調那

些在自家工作者免於環境危害的權利。 

9、 環境正義保障環境不正義的受害者收到完全的賠償，傷害的修繕以及

好的醫療服務。 

10、環境正義認定政府的環境不正義行為是違反聯合國人權宣言及聯合國

種族屠殺會議（Convention on Genocide）的行徑。 

11、環境正義必須認可原住民透過條約、協議、合同、盟約等與美國政府

建立的法律及自然關係來保障他們的自主權及自決權。 

12、環境正義主張我們需要都市與鄉村的生態政策來清理與重建都市與鄉

村地區，使其與大自然保持平衡。尊重所有社區的文化完整性，並提

供公平享用所有資源的管道。 

13、環境正義要求嚴格執行告知（被實驗/研究者）而取得其同意的原則，

並停止對有色人種施行生育、醫療及疫苗的實驗。 

14、環境正義反對跨國企業的破壞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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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環境正義反對對於土地、人民、文化及其它生命形式實施軍事佔領、

壓迫及剝削。 

16、環境正義呼籲基於我們的經驗及多樣文化觀，對目前及未來世代進行

社會與環境議題的教育。 

17、環境正義要求我們個人做出各自的消費選擇，以消耗最少地球資源及

製造最少廢物為原則；並立志挑戰與改變我們的生活型態以確保大自

然的健康，供我們這一代及後代子孫享用。 

(Hofrichter, 1993: 236-9，本文作者譯) 

 

這些信條包含了廣闊的國內及國際間的環境議題，並道出了人類與自然間

關係的基本主張。由這些條文中，我們也可以確定環境正義的命題是具有高度

規範性意義的。它一方面關懷自然環境被人類破壞，另一方面更是認為強勢族

群與團體對於弱勢者的迫害是造成自然環境破壞的主要原因。因而，它主張人

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平等而和諧的對待；任何違反此原則的行為與主張，都

是它所批判與打擊的對象。當然，這些由民間團體所草擬的信條其理想性也較

高，有些內容恐怕並不是在可預見的將來有可能真正落實的，例如第六條有關

「停止生產所有的毒素、有害廢棄物及輻射物質」的內容。 

 

 此外，環境正義也必然是關乎各種政治經濟不平等之去除的要求與行

動。前述少數民族或弱勢團體的家園之所以成為強勢群體環境殖民的對象，最

主要的客觀原因便是兩者間的不平等。強勢團體藉著優勢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

力量，對於弱勢團體的土地與資源之使用權與使用方式行使主導權或根本的搶

奪，而後者往往沒有能力來反抗這種環境入侵。更有甚者，愈是貧窮地區的人

民，愈有可能基於眼前的經濟利益而接受各種半強迫、「飲酖止渴」式的環境

殖民，如接受有毒廢料或核廢料的掩埋。因此，許多環境正義學者都主張，唯

有去除貧窮，減低社會及國際的各種不平等，環境正義的目標才能逐漸達成

（Bullard, 1990; Bryant, 1995a）。即使短期內這些要求平等的實質正義目標無法

達成，我們也有必要透過程序正義的手段來達到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環境權

益。 

 

 Capek（1993）便提出個人，社區或少數民族在面對可能的環境不正義

時，應有的四個基本權利，他們是：（1）充分資訊的權利（2）公開聽證的權

利（3）民主的參與及社區團結（4）賠償的權利。這些基本權利的提出，除了

最主要在保障居民的自主性、資訊權與參與權的程序正義之外，也兼顧了萬一

居民受害時應得到的補償之實質正義。不過，作者認為Capek至少應再加第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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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利才較符合環境正義的基本精神，那就是污染清除與被破壞環境復原的

權利。如此一來，不但能確立政府或污染者/破壞者必須負起生態回復的責任，

當地居民的長久環境安全也才能得到保障。 

  

由於環境正義的議題在過去十年間在族群關係極端敏感的美國社會引起了

廣泛的關懷，美國政府也在1994年由克林頓總統頒佈了名為「聯邦政府針對少

數民族與低受入人民的環境正義議題之行動」的行政命令。此行政命令除了責

成各級政府需關注其施政範圍內環境正義原則的尊奉之外，並組織一個跨部門

的環境正義委員會來統籌相關事項的推行（引自Bryant, 1995b: 221-6）。當然，

上述措施固然是一個好的開端，環境正義並不會因為政府的這些措施而得到應

有的關注。況且，這道行政命令的影響力僅止於美國國內政府機構。對於私人

企業的作為，以及眾多跨國企業在全球持續進行的環境殖民行徑，如輸出有毒

廢物、煙草，中南美洲的農業殖民，以及全球各地的開採礦產等，並不具任何

的約束力。環境正義的實踐，仍是必須仰賴民眾的積極行動才可能獲致。在全

球眾多的環境（不）正義議題中，原住民所遭受的迫害可說是最大的。 

 

三、環境正義觀點下的以全球原住民生態與文化 

  

在全球環境破壞持續嚴重進行的今天，原住民群體也往往成為主流社會擷

取資源、設置「鄰避」（NIMBY─亦即不在我家後院）設施、以及丟棄廢棄物

之處的受害者。因此以下我們從環境正義的觀點來討論全球原住民的生態、文

化，以及他們所面臨的威脅。 

 

一般而言，原住民泛指在一地居住數代以上，有獨特的語言，風俗，習

慣，過著與該國強勢族群不同的，且較少使用現代科技的生活方式。根據一項

統計，目前全球約有五至六千個原住民族群，散布於各大洲、諸島嶼(Durning, 

1992)。從冰冷的北極到炙熱的沙漠；從全球物質生活最富裕的北美、歐洲到最

貧窮的非洲都有原住民的蹤跡，其中尤其以熱帶雨林區最多。然而，在二十世

紀末的今天，原住民的生活領域已經比五百年前歐洲白人開始大肆掠奪全球土

地與資源之前減少大半了。原住民過去曾佔有全球絕大多數土地，現在則依不

同的定義，僅保有地表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九的土地。就人口而言，它們的數量

約在兩億到六億之間，視我們是否包括一些未建立國家的大族群，如庫得族、

藏族、祖魯族等而定。不過，較多數學者的認定是兩億五千萬人左右(Davis, 

1993; Burger, 1990; Durning,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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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在過去由於生活方式簡單，且大都仰賴當地自然資源維生，再

加上現代科技的使用有限，他們與周遭環境大多能保持和諧的關係，不致於大

肆破壞當地生態。然而，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廣化和深化，他們舊有的生活方

式甚至族群的生存都飽受強勢族群「環境殖民主義」的威脅。近年來，國際社

會逐漸重視原住民的生存權及他們所能提供現代社會學習與醒思的地方。而

1992年的地球高峰會及1993年的國際原住民年都在提醒世人必須重視原住民的

人權及他們傳統知識的貢獻。然而，這些微弱的呼聲卻阻擋不了資本主義的引

擎；每年在全球各地仍有許多原住民族遭受不同層度的摧殘。 

 

 原住民族群的遭迫害不但是嚴重的人權問題，它也是全人類寶貴文化

遺產的毀滅，以及重要生態知識的從此消失。更有甚者，一但全球原住民族群

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吞噬，他們長期所捍衛的生物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及提

供其它社會文化活力的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將隨之消失。如此一來，人

類社會的生存及文化的延續都將被受威脅。換句話說，工業資本主義對全球原

住民施行的環境殖民主義除了是環境不正義之行徑之外，亦是自掘墳墓的作

為。 

 

 直到1980年代之前，原住民議題仍未被世人所普遍重視。隨著生態危

機意識的擴散及由美國等西方國家倡導的人權主義之高漲，原住民議題才逐漸

成為學院內外人事所共同關心。從生態的觀點而言，過去幾個世紀以來，地表

上非原住民居住與活動的自然環境大都已經被人類改變與破壞迨盡，而唯有原

住民傳統活動領域內的生態體系得以被大體上完整的保留下來。這些生態體系

也因此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最後堡壘。國家地理雜誌在1992年完成的一項中

美洲原住民與森林研究就證實了巴拿馬Kuna原住民對該地所做的陳述：有森林

的地方就有原住民；有原住民的地方就有森林(Durning, 1992：15)。同樣的，從

南美的亞馬遜河流域到中美洲、非洲、南亞、東南亞、新幾內亞及大洋洲的熱

帶雨林裡都居住著一群群的原住民部落。而只佔地表6%面積的這些熱帶雨林卻

可能擁有超過地球一半生物，因而也正是目前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最重要區域

(Wilson, 1992; McNeely, et al., 1990)。許多研究也顯示，全球陸地上生物多樣性最

高的地方（也因此往往被選為需要「保護」的地方），大多是原住民居住的地

方，主要原因便是在於過去的歷史中，他們並不是破壞者，而是長久以來與當

地生態「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夥伴（Maffi, 2000; Smith, 2001）。換句話

說，原住民是全球生物最多樣地的重要守護者，由於他們的存在，維繫自然生

態體系的動植物基因庫的保存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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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上述原住民以他們的生活方式保存了完整的生態體系與維持生物

多樣性之外，由於他們長期與大自然互動，他們對於當地生態環境有著豐富的

知識。這些包括四時的運行、氣候的變化、動物昆蟲的習性、植物的藥用等等

寶貴的知識都保留在他們語言、風俗習慣與生活中。「我們共同的未來」一書

就強調原住民能提供現代社會關於森林、山地、旱地等複雜的生態區資源管理

的經驗(The World Commi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12)。而由於絕

大多數原住民並未發展出書寫文字，他們對於自然生態的知識並不容易被外人

所知悉與流傳。因此，當原住民族群逐漸消失時，他們也將帶走這些千百年來

所累積的寶貴生態知識。 

 

 即使有著上述對全球人類的多重意義，原住民目前在世界各地仍遭受

各種無情的生態迫害，甚至滅族的威脅。這些違背環境正義原則的迫害與威脅

主要來自下述： 

 

（一）政府選擇原住民傳統家園做為核子試爆與堆放核子廢料的地方 

  

幾乎所有的核子試爆都發生在原住民族的傳統家園：美國內華達州的

Shoshone族，南太平洋的Kiribati島民族，西伯利亞的Yakut與Komi族，澳大利亞

的原住民，中國的維吾爾族，以及阿爾及利亞的Bedouins族等（Durning, 

1992）。再者，包括美國及台灣等國家亦將核子廢料堆放在原住民的家園。此

外，由於原住民直接仰賴大自然提供的資源過活，他們對環境破壞最敏感，受

害也最大。Chernobyl核子災變之後，北歐的Sami人便因其食物來源──魚、野

果、馴鹿肉與奶──受放射線感染而使他們的生活遭到極大的影響。 

 

（二）外來人口的侵入與逼近(encroachment)及強勢文化的滲入 

  

由於大多數開發中國家耕地分配不均，人口增加迅速，農業用地愈來愈顯

不足，原住民的家園便成為各方覬覦的焦點。在此同時，這些國家的政府往往

也漠視，甚至鼓勵外人的入侵。以巴西為例，這個極少數富人擁有大多數土地

的國家，許多沒有耕地的農民只好前往原住民居住的亞瑪遜林區砍伐樹木以成

為農地與牧場。巴西政府在過去非常鼓勵民眾的這種行俓，因為它可以延遲國

內對於土地改革要求的壓力(Adams, 1990)。外來人口的入侵，使得原住民的活

動領域逐漸減少，生計更形困難，甚至因傳染病及和外來者的衝突等而導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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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存亡的危機。此外，強勢文化挾其優越的資源，藉宗教、教育系統及大眾傳

播媒介滲入原住民部落，對原住民傳統文化造成強大的衝擊，甚至導致政治組

織與文化信仰解組，使人們無所適從。上述現象尤其是容易造成年長者與年輕

一輩之間的「隔代衝突」。 

 

（三）國家及資本家常以私有化及更有效使用為理由搶奪原住民土地 

  

對全球多數原住民而言，土地並非一種商品，可被私人所擁有與買賣的。

相反的，人才是被土地這「大地之母」所擁有；土地具有無可侵犯的神聖性及

賦予活動於其上人民的生存與認同之泉源。同樣的，土地上的樹木、動植物，

水裡的魚蝦等也不屬於人類的「資源」，而是與天、地、人息息相關的生命

(beings)，共同構築了社會與精靈世界(Davis, 1993)。即便是我們認為無生命的山

岳、河流與石頭，都被虔敬的對待，如同西雅圖酋長視河流為兄弟，山岩峭壁

為一家人一般。 

 

 因此，相對於市場經濟下的土地私有化原則，原住民往往僅有對土地

共同經營、使用的「部族共享」制，而無地契、所有權狀等土地私有制下的文

件。然而，多數國家的政府並不認可原住民對其世代居住領域內土地的共同擁

有權；即便原住民的擁有權被認可，他們也往往不受到尊重與保護。國家往往

以「國有化」的名義接管原住民所居住的森林、水域，結果不但造成原住民經

濟、社會、文化的崩解，更加速了該地的森林砍伐與資源的剝削。 

 

 此外，全球許多原住民仍實施傳統的燒墾與游耕，讓土地可以休養生

息，而不被過度剝削。然而，在強勢民族看來，這些土地並沒有被好好的利

用，並以此名目而將其收歸國有或轉為私人所有。在這種外人虎視眈眈的壓力

之下，有些原住民為了保住自己的土地而作了違反傳統土地經營的措施。例如

瓜地馬拉就曾發生原住民為證明土地是他們所有且正有效的被使用，只好將森

林砍伐並開闢成他們並不真正需要的牧場的例子。 

 

（四）政府以成立國家公園及保護區的名義，侵佔原住民的歷史家

園，並限制原住民的許多傳統經濟及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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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際上保育的呼聲逐漸升高，全球各國紛紛在近幾十年來成立國家公

園、野生動物保護區及生態保護區 。然而，正如同前述的開發現象一般，國家

公園及保護區一定是選在雨林裡、高山上及其他偏遠的，人類活動較不頻繁的

區域，而這些區域往往又是原住民的家園與活動場域。在「生態保育」的美名

之下，政府無視於原住民在當地生活了數個世代以上的事實，強在他們的家園

裡成立國家公園及保護區，並以「籬笆與罰款」（Fences and Fines）的強硬手段

來執行其隔離居民與國家公園/保護區政策（Wells and Brandon, 1992）。原住民

往往被迫遷出家園及改變傳統生活習性（如禁止狩獵、採集野生植物等），造

成他們生計與文化上極大的傷害。而在有限的經濟及政治資源之下，他們往往

無法得到應有的照顧或補償以回報他們的犧牲自己土地及生活方式；他們被迫

臣服於新加於他們身上的限制及改變。因此，他們對於這些公園及保護區往往

存在著很大的敵意；或公然的反抗政府措施、或對於新的政令採取消極的抵

抗。然而，也正是因為得不到當地原住民的支持，政府原先保護環境的目標往

往因此而大打折扣。 

  

包括肯亞的Masai Mara動物保護區、秘魯的Yanachanga-Chemillen國家公園以

及台灣的玉山和太魯閣國家公園的原住民都曾遭到上述的壓迫（Wells and 

Brandon, 1992; 紀駿傑與王俊秀，1995）。近年來，由於新一代的「人居公園」

論述之興起，主張人與自然能和諧相處，資源可被永續利用，過去因著「人類

必然是自然的破壞者」之信念而建立的「無人公園」理想典範才被打破（West, 

1991; Wells and Brandon, 1992）。許多國家開始允許居民住在國家公園/保護區

裡，並使用其資源，原住民在這方面所遭受的迫害才漸趨緩和。 

 

（五）強勢文化的所謂的「發展」與「開發」，包括林木採收、採

礦、採石油、水力資源利用（淡水資源與水力發電廠）、放

牧等行為 

  

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及深度化正發展到了巔峰（癲

瘋？），而此時期的特性之一便是，過去幾百年的擴張行動，已經將地球表面

容易獲取的能源及資源消耗迨盡，因而必須更深入高山上、雨林裡及其他偏遠

地區尋求新的牧場、石油、礦藏、原木、水資源等物質。然而，這些地方又往

往是原住民長期居住也是他們唯一能適應的家園。主流社會的「開發」行為，

往往也就代表著原住民的浩劫。人類學家Shelton Davis就認為，每次的「全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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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擴張」其實就是對全球自然資源與原住民族的破壞與侵佔及其文化的摧毀－

－黃金，毛皮貿易，蔗糖，咖啡，可可，熱帶水果，以至近代的橡膠，石油，

稀有礦物，原木等都屬之(Davis, 1991)。過去五百年來，西方社會為了剝削自然

資源，因而迫害亞、非、拉、及大洋洲的原住民族；而如今，以西方世界及日

本為首的跨國企業更是結合各地的政府及資本家對原住民的傳統居地進行資源

的剝削。 

 

 在南美的厄瓜多爾，石油的開採加上外人的入侵放牧正嚴重的威脅

Quichua等族人的生存(Macdonald, 1992)。在馬來西亞的沙勞越，由於過去30年

來，三分之一的森林已被砍伐，當地原有的約一萬名Penan族人只剩450人仍繼

續以森林為生，其餘的人都被迫遷入村莊與城鎮裡（Burger, 1990）。而正如森

林砍伐正嚴重地威脅著全球各地居住在熱帶雨林裡的原住民，水庫興建幾乎已

經成了他們後天取得的「天敵」。從挪威的Sami，美國的Sioux，乃至於蓋亞那

的Akawaio以及巴基斯坦的Chakma都曾經或正遭受水庫的威脅。有鑑於原住民不

斷的遭受上述的迫害，「我們共同的未來」一書中就強調，「人類社會正進行

著一極度諷刺的現象，當發展擴及雨林、沙漠、及其他孤立的環境之後，它傾

向於將唯一能在此環境下生存的文化給摧毀掉」(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115)。再者，根據一項研究顯示，光是在1980

年代，全球原住民因為上述的「開發」行為而遭到強迫遷移命運的就有約有35

萬人之多(Wilmer, 1993)。而遠離了他們的傳統家園及生活方式之後，這些原住

民注定是要喪失他們許多文化傳統與寶貴知識的。以目前而言，全球原住民所

遭受的迫害最嚴重的便是因著上述的「開發」行為而來的。 

 

 上述全球原住民所遭受的威脅及迫害中，第一項為前述的強勢族群丟

棄廢棄物（及危險物）於原住民家園之行徑，後四項則屬侵佔與搶奪原住民資

源之舉動。他們不但是嚴重的侵犯原住民人權、生存權與文化權的問題，也間

接的透過破壞全球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而影響了全人類的長久安危。因為

藉著保衛他們自己的家園，全球原住民其實也幫地球保護了僅存的生物多樣性

免於遭受破壞的命運，而一旦原住民遭迫害，當地的生態也就跟著遭殃。 

 

四、全球原住民的反壓迫運動 

  

環境正義的觀點，幫我們釐清了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資源擴張與廢物排放的

必然邏輯，以及在此邏輯下，全球原住民面臨的多重環境殖民之威脅來源與途

徑。它也清楚的指出了，當原住民遭受環境不正義的迫害之後，該地的自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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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就緊接著會被摧殘了。環境正義的維護，正是保護生態環境的最重要面項與

方法之一。而環境正義的規範性意義就在於使我們在面對上述現象時，毫不猶

豫的選擇要站在哪一邊。這也是前述的許多環境正義研究者所共同採取的態

度。的確，在面對全球原住民所遭受的迫害時，社會科學家是必須挺身從環境

正義的觀點來發言與行動的。 

 

 愈來愈多的原住民族群因為外來的環境不正義壓迫而積極的從事捍衛

自己家園的活動與運動，這些都是需要外人，尤其是有論述與行動力量之學者

積極支援的。在前述的沙勞越，漫無止境的森林砍伐不但摧毀了Penan族人的傳

統家園，也污染了70%的河川，因而將該地的野生動物、鳥類與魚類殺死。在

1987年時，以Penan族人為主的當地約2,000名原住民開始在主要的林道設置路障

以阻止壓路機及材車的進出。馬來西亞政府不時以逮捕及威脅的手段來清除路

障，但這些並沒有遏阻Penan族人的決心（Burger, 1990; Hurst, 1990）。Penan族人

保衛家園行動若要成功，有賴國際社會更多的支持及對馬來西亞政府更多的壓

力，否則沙勞越的原住民、雨林及該地的生物多樣性一定遲早被壓路機一起剷

除。 

 

 同樣的，巴西政府及美國為主的國際資本家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以來對

亞瑪遜雨林的「開發」行為及當地許多原住民族群遭受的迫害（及滅族）的情

形已經出現在許多的研究中（請參閱de Onis, 1992）。在經歷了外來者的入侵、

砍伐森林、採礦、污染水源、殺死河裡的魚，再加上各種傳染病散播的威脅之

後，許多原住民族群開始採取了實際的手段來保護他們的家園。而也正因為他

們的行動，加上國際人權與環保團體的支援，巴西政府才在1990年前後劃定

700,000平方公里的土地成為原住民保留地，保護他們及雨林免於繼續受到採礦

及伐木公司的蹂躪。在仔細的研究過亞瑪遜雨林的歷史與原住民之後，de Onis

（1992）就主張，要想保住亞瑪遜的生態就一定得要先保住當地的原住民。 

 

 全球許多地方的原住民也在近年來紛紛站起來反對即將破壞他們家園

及當地生態的水庫計畫。同樣在巴西的1980年代，政府為了未來25年的工業、

礦業及城市的電力需要而計畫建造136個水壩，其中有68是在原住民的傳統家

園。若成功的被建成，這些水庫將會淹沒將近250,000平方公里的土地，並迫使

500,000人遷離家園。自從1988年開始，亞瑪遜雨林裡的Kayapo族人便開始組織

起來反對在他們的土地上興建水庫。他們的領導者到世界銀行總部遊說他們終

止對巴西政府的該向貸款，並拜會美國、歐洲的國會議員。在1989年，他們在

水庫預定地召開了國際會議與記者會，並吸引了大量的媒體及非政府組織的參

與。由於他們的行動，巴西政府終於終止了在Kayapo家園附近的五個水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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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er, 1990）。他們的行動，不但整救了自己的家園，也保住了該地的生物

多樣性。 

 

 原住民的保衛家園行動，並不限於熱帶雨林。在加拿大的魁北克省，

一個將會淹沒約四分之一個台灣大的水庫計劃James Bay Project第二期工程於

1980年代威脅著當地的約一萬個Cree族人及五千個Inuit族人的家園（Gedicks, 

1995）。在為保衛家園而反水庫的運動中，Cree族的一位酋長就曾喧稱：「唯

一有資格在我們土地上見水庫的民族(people)是水獺」(Durning, 1992：20)。而在

1990年代的台灣，魯凱族人也曾為了反對將淹沒他們家園並破壞當地生態環境

的瑪家水庫而奮戰不已。 

 

 以上所舉，不過是全球眾多原住民挺身為保護自己家園與生活方式而

努力的少數例子。雖然他們的努力有不少是成功的，但有更多失敗與悲慘的例

子不為我們知道。原住民的這些行動，主要目的絕非是為保護地球的生態與生

物多樣性。但在他們保衛家園與文化的同時，有更多的生物多樣性被保留下來

了。這也提供資本主義主流社會更多的緩衝時間來思考目前的破壞生態危險之

旅並採取適當的行動。而在此同時，國際社會除了必須有更多的民間團體及學

術界聲援與幫助原住民的行動之外，更應檢討導致生態危機的工業資本主義本

身。 

 

 在台灣，環境正義觀點也可以帶我們進入許多的與原住民有關之研究

與思考領域。紀駿傑與王俊秀（1995）便是從環境正義的觀點來探討國家公園

在原住民家園建立而產生的衝突。他們主張，在台灣，以漢人為主的社會在過

度的剝削自然，破壞自己的生活環境之後才開始思索要保留住最後的淨土。而

原住民世世代代與他們周遭自然環境保持和諧的關係，永續的利用資源，使山

林的生態大致保持了原貌。政府卻以國家的名義強行侵奪他們的傳統家園，限

制他們的資源使用權，因而引發了衝突。 

 

 再者，核廢料的問題更是全台最嚴重的環境不正義以及環境種族歧視

之行徑。蘭嶼的雅美人在過去二十年來飽受了漢人的核廢料這個現代超級惡靈

的威脅，這些原本與世無爭的海洋民族再多的吶喊與抗議都無法促使台灣執政

者的改變政策。然則，雅美人也被迫「補貼」台灣的核能發電，使核廢料問題

得以被當權者忽視直至蘭嶼的儲存場即將堆滿的今天。而也正是因為核廢料可

以被政府輕易而蠻橫的倒在雅美人的家園，居住在台灣的人們不但得繼續活在

現有核能電廠的威脅之下，新的核電廠還被政府肆無忌憚的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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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環境正義的議題絕不侷限在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以目前

的台灣而言，由於經濟成長的意識型態仍主導著政府的主要政策，資本家與政

府部門間緊密的連帶，因環境因素而導致的社會衝突也因此跟著日益嚴重。包

括山坡地濫墾、西部濱海工業區的設立、高污染性工業的設立、核廢料儲存

場、垃圾場的設置、道路的修築、產業東移政策、高爾夫球場與遊樂場的興建

等都導致，或即將導致嚴重的生態破壞以及不同社會群體間的衝突。環境正義

觀點正可以提供一個系統性的思考模式來對各項生態問題及（潛在的）社會衝

突作深入的分析，並讓我們做出合於社會正義與社會永續生存的判斷與行動。 

 

五、結語 

  

在全球環境破壞加劇，資源急趨匱乏的今天，由於土地利用、資源擷取與

廢棄物排放問題而引起的社會衝突愈來愈嚴重，而其中尤其以少數族群及弱勢

團體所遭受的侵犯與迫害最為顯著。環境正義觀點反對政府、資本家及其他強

勢團體對於這些弱勢群體的「環境殖民」行徑，並主張消除貧窮，資源永續的

共享，廢棄物的妥善處理，以及民眾的民主參與權利。透過這些政策與程序，

社會中的強勢團體與資本家才無法繼續其「以鄰為壑」的迫害弱勢群體與生態

環境的行為。當然，上述主張必須靠弱勢群體與民眾積極的監督政府與實際參

與環境運動才有可能獲得成效。 

 

 在台灣，經歷了半個世紀盲目的追求經濟成長之後，美麗之島已經逐

漸變為滿目瘡痍的生態災難區了。然而，政府及資本家卻在近年變本加利的聯

手進行摧殘台灣僅存生態的行為：西部海岸的工業區化，丘陵地的高爾夫球場

化與遊樂場化，山坡地的檳榔化，以及東部淨土的西部化。而為了經濟發展的

目標，水利資源與能源的需求不斷的提高，水庫與電廠便一再的被推出。這些

行徑，都造成了弱勢者，包括漁民、農民、東部居民、尤其是原住民的生存環

境一步步的遭受侵奪、污染與破壞的命運。而也是由於上述及其他生態破壞的

行徑，近年來我們逐漸遭受到風災、水災、土石流等自然反撲的惡果。因此，

在台灣逐漸成為如此一個為富不仁的社會之時，我們需要一個全面的環境正義

政策來保護受迫害的弱勢者，而這樣子的政策，也是在保障全台的長久生態安

全。當然，作者重申，環境正義的實現，最重要的還是要靠受壓迫者與環境意

識覺醒的民眾對政府與企業的監督以及實際的參與環境運動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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